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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庙会的文化转型及其资本价值 

——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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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庙会这一民俗活动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具象形态与实际载体，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其结构与功能发生

了转变，由民俗表象转向文化资本。蒙陕边界村落的庙会在并存与联结的现代转型模式中激发出了庙会文化的现

代活力，形成了促进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本价值。在本体层面，庙会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以其产品资源形态使文

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在结构层面，庙会民俗以其古镇场域空间优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文旅产业集群；在自生

层面，庙会作为结构遗产，以其自生结构合理配置乡村资源，形成了边界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资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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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apital value of temple fai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oclassical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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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mple fair, a folk activity, is the manifestation and carrier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have changed from folklore presentation to cultural capital. 

The temple fairs in the border villages of Mongolia and Shaanxi have stimulated the modern vitality of temple fair cultur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mode of coexistence and connectivity, and formed the cultural capital value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the temple fair, as a cultural resource and capital, transforms cultural capital 

into economic capital in the form of product resources;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the temple fair folklore forms a competitiv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with its spacial advantages in the ancient town; at the self-generated level, the temple fair, 

as a structural heritage, rationally allocates rural resources with its self-generated structure, forms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villages, and provides capital advantag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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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 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将“繁荣兴盛农村文化”“传承发展提

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列为重要内容，同时，“支

持农村地区……民间文化传承发展”也被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1]。庙会作为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部

分，是乡土文化的具象形态与实际载体。20 世纪末

以来，庙会逐渐由民俗活动的表象衍化为文化遗产

的形态，并成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资

源。如何发掘这一遗产资源的新功能，实现其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更好地适用于乡村振

兴，是当前研究庙会文化的重要议题。 

20 世纪以来，大量海内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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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对中国庙会文化进行了系统

研究[2-5]，包括庙会的起源、演变轨迹、内容特征、

功能、类型及基本结构等。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

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学者们开始转向关注庙会的现

代转型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庙会

组织方式的转型。古代庙会是由地方士绅与民众自

发组织的宗教活动，国家不直接干涉[6]，现代庙会

中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组织者，肩负安全管制、财政

支持等多重任务，国家在场意义明显[7]。也有学者

认为现代庙会是由不同纽带维系起来的，是村民、

政府、剧团表演者、商业经营者多重关系网络共同

构成的庙会团体[8]。第二，庙会活动内容的转变。

一些研究表明传统庙会是集仪式、宗教信仰、贸易

和表演为一体的活动，当代庙会已演变为地方政府

支持的大规模文化活动[9]，宗教内容被淡化，经济

交流、休闲娱乐和民俗旅游成为主要内容，且保留

了中国庙会传承的祈福、崇尚和美的文化内涵[10]。

庙会经历了早期的祭祀祈福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城乡物资交易会，再到当前的民俗文化节，形成了

庙会内容从宗教到商业贸易、再到文化旅游的转型

脉络[11]。第三，庙会结构、功能的转型。在现代化、

非遗化的大趋势下，庙会从传统的农村型、商业型

转型成集宗教、民俗、商业、旅游、娱乐于一体的

现代都市型文化庙会[12]，这一转型使庙会发展经济

和服务社会的功能成为重点，在假日经济和旅游经

济中扮演重要角色[13]，成为传统文化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新增长点[14]。 

目前关于庙会转型的研究主要是揭示庙会的

传统功能弱化与文化旅游价值，其研究深度和现实

价值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对庙会结构、功能的

探讨还停留在事实表面，未能对其深层结构进行理

论探索，无法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研究的话语体

系。其次，就现实价值而言，庙会与乡村振兴的关

联研究相对较少，且并未对庙会转型促进乡村振兴

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因此，笔者尝试利用新

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庙会这一民俗现象，探

讨传统庙会的现代转型及庙会文化遗产对推动乡

村振兴、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新价值。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个案 

庙会作为中国民间活动及节庆习俗，盛行于全

国各地。传统庙会以民间信仰、商业贸易为主，现

今的庙会大多已经变成一种旅游、娱乐的形式。但

传统庙会的现代转型并非简单的古今对比，而是要

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挖掘庙会的新功能、新

价值，进而实现庙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在乡村振兴大趋势的推动下，探讨传统庙会的

现代转型、挖掘庙会的社会经济价值是实现乡村内

源式发展的重要动力。张继焦的新古典“结构—功

能论”解释了传统与现代动态的关系，认为“人们

既不必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也不必一味完全

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特征”“传统和现代是并存或

联结的‘连续谱’”[15]；并倡导以本体结构—外在

结构—自生结构三个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传统—

现代”转型。本研究将利用这一理论探讨当前庙会

文化现代转型模式下带动乡村振兴的内源型发展

路径。 

因此，综合以上理论，本研究认为，庙会在当

前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其内容已经发生

结构性与功能性转变，从民间信仰衍化为文化遗

产。发掘这一遗产资源的新功能，使其更好地适用

于现代产业发展是庙会民俗现代转型的重要航向。

从并存与联结的庙会文化转型新模式中，挖掘转型

庙会的新功能，实现传统与现代并存、保护与利用

联结的融合发展路径，对促进乡村振兴有重要作

用。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庙会在乡村振

兴中的文化资本价值，认为庙会民俗作为文化资源

本身具有可开发利用性，把其放入古街区、古镇等

场域中可形成更大的产业链，以其自生结构合理配

置这些乡村资源，能够形成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发展

路径。 

本研究以内蒙古准格尔旗长滩村庙会开发为

个案，对庙会及其所在古镇空间内物质文化遗产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商旅发展展开考察。该村位于百

里长川最南端，是该旅游线路上的重要节点，汉代

已有人口居住，明清时形成村落，是“走西口”的

重要通道，历史悠久，遗址古迹颇多，有清代康熙

年间所建正觉寺（吕祖庙）、咸丰年间墓碑、解放

初期牺牲烈士纪念碑等。该村包含 10 个自然村，

总面积 692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7.4 万亩，林地面

积 38.5 万亩[16]，常住人口 632 户 2113 人[17]。近年

来，随着驻村企业的增加，长滩村人口流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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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在庙会期间，游客人数

大幅增多，为该村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

每年庙会四天可接待游客四万余人，创收数十万

元。因此，对该村庙会进行个案研究，了解庙会资

源如何创造经济动力，如何利用其现代转型实现乡

村振兴与内源式发展，可以为广大边缘乡村利用地

区特色文化遗产实现乡村振兴与内源式发展提供

新思路。 

三、并存与联结：庙会文化转型的新模式 

庙会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依托寺

庙，以民间信仰形式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它能够

延续至今而未消逝就在于这一文化固有的继承性

与变异性，庙会天然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特征

使其能在继承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取得社会认可的

时代变异，达到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调和[18]。它的

这种自行调适功能使传统庙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形成时代变异，从而创造出庙会文化结构转型的新

模式。 

（一）并存：“旧”与“新”的二元耦合 

庙会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已存在数千年，从三皇

五帝原始信仰到商周宗庙祖先崇拜再到汉唐佛道

神祀，直至遗存于今的庙会民俗，它融合了中国社

会“旧”与“新”的多种文化元素，构成了一个传

统与现代二元交织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它的一头

连接着过去和传统，一头连接着现在和未来[19]。故

而，兼顾其文化形式的“旧”与“新”，有利于实

现庙会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形成庙会文化传统与现

代、继承与发展之间并存的创新型关系。 

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看，庙会文化产生于过

去，是传统文化的代表，集聚了诸多旧时的文化内

容；同时，当前庙会文化作为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又内含了很多新的时代色彩。庙会文化这

一“旧”与“新”的内容耦合决定了其时代转型就

要囊括传统与现代，既要延续传统，又要迎接未来，

通过继承与发展才能使它拥有新的生命力，成为活

态的优秀传统文化。庙会文化不是过时的旧物，而

是时代的遗产。“没有传统，现代化没有发展的根

基；没有现代化，传统就失去了新的生命力”[20]。

因此，庙会文化转型不应该恪守传统，漠视时代变

化，在脱离现代生活中生存；也不能只关注现代，

将传统遗弃，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是应该综

合“旧”与“新”的文化元素，在二者耦合的基础

上适应时代需求，实现文化转型。 

从横向的社会功能来看，庙会文化转型的目的

在于解决其本质的传承性与发展性问题，无可避免

地涉及“旧”与“新”的关系讨论。庙会文化要实

现其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其“旧”的

根基，旧的内容是庙会文化的本原与力量，脱离了

它，庙会文化的发展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

次，在“旧”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的根底中

发展是解决庙会文化转型中继承性与发展性问题

的关键，也是创造性转化庙会文化时代功能的重要

手段。只有在“旧”与“新”的二元耦合中促成庙

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重组，才能调动庙会文化新的

时代需求，才能让人们在参与庙会民俗中体会到经

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强烈体验感与幸福感。 

“旧”与“新”的二元并存是实现庙会文化转

型的关键。这种传统资源、仪式活动与现代文化、

时代发展相结合时，两者碰撞所产生的是一席传统

与现代并存的盛宴，这将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的现

代传承与转型[21]。立足当下、尊重传统成为庙会文

化转型的生成逻辑。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

析，庙会作为旧时乡土社会的文化需求与生活空

间，其结构已从生活方式转变为民俗文化，其功能

也从精神需求转向时代需求。庙会民俗的这一转型

不仅承担起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也肩负起推动社

会发展的时代重任。 

（二）联结：“保护”与“利用”的二重统合 

遗产不被利用，仅仅是保护，那就只能是遗产；

如果将其用于今天的生活，为今天的生活服务，那

么遗产就会变成可供社会发展的资源[20]。文化遗产

存在的功能不仅是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

表征而被保护，还在于其担负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时代重任。庙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价值

不止于静态的保护，更多的是它的活态形式对社会

发展的需要。文化部针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明确强调，要“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活力，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2]，这才是传

统文化遗产存在的时代价值。 

保护和利用的本意和实质是一致的。保护不单

是为了维持庙会文化的原貌，更重要的是为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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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激发庙会文化的现实功能，使其能为当代地方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可以说，保护是发展的隐性话

语，而利用是发展的显性表述。保护隐晦地说明了

其对发展的要求，而利用则是表达了激活庙会文化

遗产价值、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增值的目的。保护

与利用本就一脉相通，是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避无

可避的走向，中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文件中

也都提到过“保护本真与完整，实现社会与经济效

益”的内容。所以，庙会文化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

成，互为依托，脱离了开发、利用的庙会文化是闲

置的文化遗产，它无法将其自身内容转变成社会发

展的文化资源与资本，无法诠释其潜在的能量与价

值；同样，缺失保护的庙会文化遗产是无根基的时

代快餐，它没有内在的文化逻辑，只是表象的、雷

同的文化产品，它所能提供的社会价值也非常有

限。庙会文化要想实现现代转型，必须将保护与利

用二者联结，实现其结构上的统合，才能适应当前

社会发展的需求。 

庙会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其实就是要在

庙会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统合“保护”与“利用”

的关系，形成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经济开发相互联

结的状态。在文化转型的这一过程中，搭建文化与

经济的桥梁，避免经济诉求与文化本位的冲突，实

现其发展的调和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任务[23]。因此，

要在保护与利用二重统合的前提下，关注庙会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保护其文化逻辑的原真性与完整

性，合理地引导庙会的文化资源开发，以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 

四、本体、外在与自生：庙会在乡村振

兴中的资本价值 

庙会的现代转型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过去

生活与未来生计、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创造

性联结。这一传统与现代的联合式发展使庙会民俗

文化资源得到开发，资本价值得以发掘，融合古街

区、古寺庙等场域形成了新的文旅产业集群，通过

自生结构合理配置这些乡村资源，走出了一条乡村

经济的内源式发展道路。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视域下，庙会文化的资本价值是庙会遗产本身资源

价值、所在场域空间价值以及资源整合形成的自生

价值的综合体现，它们共同作用于乡村振兴的具体

实践。 

（一）本体结构：以庙会文化的资源与资本价

值实现乡村振兴 

在当今社会，“遗产”已不仅仅是“遗产”，其

已经转化成可以观看的历史知识、景观，再利用和

再挖掘的生产技艺等[20]。庙会民俗已不再是过去式

的标签，而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产业资源，这一文化

遗产利用其资源的产品形态，驱动庙会本体向文化

资本转化，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文化发展之路与经

济运行模式。因此，挖掘庙会的文化资本价值要从

庙会本身的遗产资源入手，实现其结构转向，使庙

会能动地转化自身资源为资本价值，从而持续为乡

村振兴助力。 

首先，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结构转向中诠

释遗产价值。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是静置的文

化，其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松散，要想使其

活态化，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就要让这些

文化遗产成为推动未来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资

源，成为新的文化生长的种子和基因[24]。庙会文化

遗产资源化结构转向的这一过程，就是将村镇范畴

内已有的、静态的文化遗产进行活化，使其变成一

种文化产业的资源形态并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生

机。在这一结构化转向中，庙会已不仅是历史的文

化遗产，也是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源。长滩

村四月八庙会是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它

是随着康熙六年或更早之前正觉寺建成而发展起

来的一年一度的民间习俗。最初时规模较小，明朝

以后随着山西、内蒙古商旅的频繁往来，晋北、陕

北人定居于此而逐渐繁华起来，尤其是咸丰年间集

镇建成后，庙会迅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这个经

历历史洗礼的古村落庙会，留存着历史时期的古遗

址、旧风俗，从而形成庙会民俗文化发展的基点。

历史保留下来的清朝商贸古镇及其承载历史记忆

的“后牌界”，新中国早期的供销社厂址，吕祖

庙（正觉寺）寺院，三百年树龄的老榆树，赵家大

院、韩家大院等古民宅，解放长滩烈士纪念塔，铁

索吊桥等都成了这一村落宝贵的遗产资源，这些遗

产资源在该村庙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庙会

现代化发展的主要产业资源，其自身的遗产价值已

经成为该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其次，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功能转化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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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资本价值。在庙会民俗的调整改造、内容革新及

结构转型、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语境下，

庙会民俗文化资源成为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重

要部分，而被社会各界关注并成为一种文化资本要

素。长滩村庙会中蕴藏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文化遗

产是该村庙会资源的基本形式，如民风民情、特色

饮食、晋剧表演、吕祖信仰等满足了人们的生活和

文化需求，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过去，特色

饮食是当地村民为数不多的体验生活、满足消费的

需求，一般只在庙会、交流会的时节才有，平时人

们无空闲享受生活，店商也不常制作这些吃食；晋

剧表演则是附近村民唯一的文化活动方式，人们会

在傍晚从地里回来，不知疲惫地跑去村里看戏，直

到深夜；吕祖信仰是当地的民间信仰，以求医问药

为主，是医疗不发达时期村民们寻求帮助的主要去

处，直至现在还流传着“四月八，吃了庙里的素斋，

一年无灾无病”的说法。在长滩村工业化、城市化

的发展过程中，庙会文化资源的这些传统功能已经

逐渐转变，饮食、手工艺、戏剧、寺庙祭祀等地方

文化不再以满足本地村民为主，而是从“封闭”的

乡村走向了“广阔”的市场，成为对外宣传的名片

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依托。长滩村凭借其优厚的文化

资源，将庙会民俗打造成一个乡村旅游视点，使其

集聚游玩、观赏的文化资本价值，成为该村发展的

重要渠道。这一文化资源的功能转化也是凸显该村

庙会文化资本价值的重要元素，通过这些资源的产

业化将庙会文化的资本价值最大化，实现乡村文化

资源的创造性发展。 

继承是获取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文化资本为

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资源支持、价值取向和精神动

力，只有当族群成员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所处场域内

的正统文化相匹配或相适应时，才能发挥文化资本

的作用[25]。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功能转化中，

文化资本的内在属性成为主导，它调配着庙会文化

的遗产资源，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资源优势，成

为提高庙会文化竞争力、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枢

纽。在这一功能转化中，庙会民俗的现实意义日渐

成为“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乡村与城市”

“市场与国家”互构共生的新基点，在其文化资源

与资本的张力中提取到了促进乡村振兴的相关元

素和内容。 

（二）外在结构：在庙会民俗的场域空间中形

成乡村振兴的竞争优势 

庙会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不仅需要其本体

资源发挥价值，也需要外在结构的补充。把庙会文

化遗产放在古街区、古镇等“场域”和乡村振兴、

地区发展等“结构”中分析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

资本内涵是凸显庙会当代价值的关键。庙会文化遗

产在当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价值功用可大可小，既

可凭借其民俗活动进行商品营销，也可因其遗产资

源形式的聚合发展出一条集吃、住、行、游、娱、

购、宗教文化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作为文化

资源的庙会遗产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场域或结构中

能创造性地发挥其资本价值。 

首先，在场域中形成多元要素融合的乡村发展

之路。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大

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

小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场域，有着自身特有

的逻辑和必然性[26]。把庙会放在乡村古镇街区的场

域中，以庙会与古街区等旧物为依托，融合其他外

在元素，相互衬托可形成一种新的功能，成为乡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长滩村自庙会民俗形成以

来，以正觉寺祭祀、免费素斋饭、古商铺店面、手

工作坊、铁索吊桥为基础，邀请了山西晋剧团来此

表演戏剧，又吸引外地商贩与本地商户开展物资交

流活动，形成了一种多元要素融合的乡村发展之

路。这一融合多元要素的庙会民俗节一般举行四

天，四月初八这天最为热闹。从活动内容来看，这

一天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寺内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祭

祀仪式，全天供应素斋饭，基本集中了庙会活动的

主要内容。从举办地点来看，是以寺庙为轴心，利

用寺庙对面的戏台、寺庙旁边的凉亭、临近寺庙的

街道将人群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喧闹的场域空

间。从人员构成来看，不仅有附近村落村民参加，

也有外地闯荡的打工人回来探亲，还有附近市区往

来的游人以及外省商贩。可以说，每年的庙会活动

既是文化艺术节，又是热闹非凡的物资交流会，其

利用本地的遗产资源，综合场域内多种文化资源与

相关要素走出了一条以非遗为基点的文化资本转

化的内源性发展道路。这一利用场域结构中多元要

素融合发展起来的庙会民俗，成为乡村文化传统、

乡村民俗融入资本的鲜活样本，这为提升该村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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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创造了条件。 

其次，通过场域空间的再生产提升庙会民俗的

资本优势。庙会民俗文化节是年度性的节日，周期

较长，资本价值的实现较为有限，而将这一村落再

生产成一个文化展示的旅游试点，准备特色产品，

随时接待游客，将进一步扩充其资本效应。长滩村

将该村的自然风光、生态种植、红色记忆、寺庙建

筑、民俗风情等进行了结构和功能的改造。一是以

长滩村古镇这一历史记忆为主题，挖掘其历史故

事，重现咸丰以来古镇商铺林立，油梁、油坊、银

匠、铜匠、铁匠、豆腐坊等手工作坊并排竖立十华

里的盛况，将这个“十里长滩”打造成一个古色古

香的旅游村落。到 2021 年，这里成为自治区级特

色景观旅游名村，荣获“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的

称号。可以说，以庙会为牵引的村落文化遗产转型

以及文旅融合给该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和竞争

优势。二是以民俗风情为窗口，由村委会牵头，各

大网站、抖音、快手、公众号等媒体宣传，当地村

民自发制作特色饮食，共同将这一场域空间再生产

为一处热门的乡村旅游景点。另外，长滩村还通过

古寺庙和传统文化馆参观、网红玻璃桥、蘑菇窑采

摘基地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庙会民俗发展的资本优

势。由此，这一村落利用其固有的庙会民俗活动与

古镇、街区场域的联结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吸引

了很多附近城镇的游客前来。长滩村这种在保留古

镇街区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庙会民俗旅游，

创造性地发挥了其资本价值。 

场域或结构是一个空间体系，庙会文化遗产的

传承和发展与古街区、古镇等场域或结构有着密切

的联系。作为有着乡村传统文化根基的庙会文化遗

产，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要通过古街区、古镇等

场域空间的再生产提升其资本优势，并成为乡村发

展的竞争性资产，为乡村振兴、地区发展提供重要

力量。从外在结构分析，综合庙会文化遗产、古镇

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发现庙会文化遗产在古镇变

迁、遗产要素融合、场域空间的再生产中明显发生

了“结构—功能”的转变，其资本的价值愈发凸显。

这表明庙会的结构价值是在一定外在场域空间影

响中实现的，与外在场域变化息息相关，综合外在

场域空间才能实现其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三）自生结构：以庙会结构性遗产的整合促

进乡村振兴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文化遗产在一个地方一

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结构性，成为可以进行资源

配置的结构性因素，因而被称为“结构性遗产” [27]。

庙会作为一个地区长久存在的文化活动，以其自身

的文化遗产结构特征，对乡村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庙会遗产的这一结构能动性，使

其拥有了自生结构，进而利用其发展庙会产业经

济，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内源型动力。 

首先，在庙会文化结构遗产的整合中形成自生

的结构逻辑。庙会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结构遗产，

囊括了三种具体形式的遗产类型。一是以节庆活动

为代表形成了庙会的制度性结构遗产，这一遗产经

过长久历史传承，其自身拥有一套制度性体系，从

举办时间、地点到活动内容等都有明确安排。二是

作为庙会民俗组成单元的物质性结构遗产，通常以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形式再现出来，是体现庙会

民俗文化遗产客观化的结构体系。例如人员构成层

面的寺庙住持、和尚及从事表演的人员，设施建设

层面的举行祭祀祈福活动的古寺庙及其配套佛殿、

屋舍，举办社戏社火的戏台、观众席，旅游观光层

面的街区、古宅、凉亭、索桥、玻璃栈道，日常生

活层面的古村落居民生活区等。三是庙会文化中内

隐的风俗性结构遗产，这类遗产通过不同的维度和

形式为庙会文化添砖加瓦，让这一文化活动更具吸

引力，如长滩村庙会中长久流传下来的歌曲戏剧方

面的山西晋剧艺术、地方性的二人台曲目、民族融

合的漫瀚调即兴对唱等多元艺术表演，手工艺方面

的传统剪纸、书法过程展示，饮食方面的美味豆花、

碗托、糕圐圙等地方民族特色，休闲方面的绿色农

业基地采摘项目。这些结构遗产的整合不仅丰富了

庙会文化的内容，造就了如火如荼的庙会民俗旅

游，更是强化了庙会民俗文化的自主能动性，使其

以制度结构汇聚人群，吸引了附近村落居民以及外

来游客，使常驻一百余人的冷冷清清的古镇街区在

庙会期间人山人海，最多时一天接纳近万人；以其

实体结构营造出供人观光、游览的乡村旅游景点，

满足游客游玩、观赏需求，为庙会民俗的开展奠定

了根基；以其风俗结构成全了游客吃、住、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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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游客在寺庙仪式活动、特色饮食、传统手

工制作和民俗艺术表演中体验到庙会文化的乐趣，

活化了庙会文化的现代旅游价值。各类文化遗产在

一定原则和秩序的组织下被整合为一体，形成了庙

会民俗的结构遗产，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庙会

的这种自生结构。它以“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能

动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了庙会

结构遗产的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 [28，29]。 

其次，在庙会文化遗产的自生结构中形成文化

产业发展的内源动力。庙会文化遗产的自生逻辑以

其内在的自主能动性，将庙会的遗产资源凝结在一

起，对其进行自我配置，在观光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中塑造出诸多别具一格的乡土风情，并以此为基础，

形成村落发展的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扩大了庙

会的资本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资源。长滩

村通过合理整合、调配乡村遗产资源，使游客在参

观游览古镇景观之际，体验到寺庙的仪式和素斋，

享受到乡村特有的美食和歌曲，既满足游客玩乐的

需求，也传承了地区与民族特色。长滩村以其自生

的庙会民俗使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为文化遗产的

传承、乡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发挥

出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内源价值。从新古典“结构—

功能论”来看，具有鲜明乡土特色的庙会民俗越来

越多地发挥着“结构遗产”的内源动力，通过文化

遗产的自生结构将庙会与旅游深度融合。 

作为结构遗产的庙会在乡村经济发展中表现

出新的结构与功能，将制度性、实体性、风俗性结

构遗产整合起来，形成地区独具特色的产业链，提

升了庙会的资本优势，使庙会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元素。同时，庙会以其自生的结构整合了古镇、

村落的遗产资源，以文化动力驱动了庙会民俗的资

本价值，发挥了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内源动力，使传

统村落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也成为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范例。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传统庙会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累积中形

成的，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与资本。它的

转型实现了中华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

间的并存与联结，这种趋势活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现代价值，驱动了传统民间文化带动乡村振兴的新

时代导向。庙会作为乡村民俗文化的一种表征，表

面来看，是重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实际上

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文化资本建构。它将乡村物

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以资本再现

的形式融入庙会活动中，利用这类遗产资源形成乡

村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又以其民俗活动的文化产

品形态激发了庙会的资本价值，凭借古街区、古镇

等场域实现了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从而推动乡村

振兴和地区发展。庙会民俗的这一现代转型使传统

的庙会文化遗产在乡村发展中展现出新的结构与

功能，实现了传统节庆文化融入现代文旅产业的新

动能，整合了乡村资源，形成了以民俗活动为中心

的现代文旅融合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探索出一条推

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传统民俗文化的转型发展也

成功诠释了其内在的资本价值，其继承性与时代性

创造性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民间文化的持久魅力。可

见，弥散着成千上万中国农村乡土气息与生计样式

的民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内含着中国文

化强国的具体实践路径。 

注释： 

① 相传“后牌界”是山西河曲汉人向蒙古人买地时，汉人

连夜将原置界碑向北运行十里重立，称为“后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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